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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城市带城乡协调发展差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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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地评价城乡关系的发展程度和状况是城乡关系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和度量二者之间发展的协调程

度是促进其共同发展的基础.以皖江城市带作为研究区域,借助相关研究成果,构建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

别对研究区 10 个地市的城乡与乡村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计算;在此基础上,利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对其两系统之间的协

调发展程度做出定量测算,依据结果将他们划分为良好协调、中度协调和勉强协调3种发展类型.最后,针对不同发展类型的地区,

就如何促进皖江城市带城乡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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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的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的普遍联系和互动关系,其发生、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但也受到人为调控与制度的影响.目前我国城乡发展面临着严峻问题,

在城市化飞速推进的同时,农村发展却停滞不前,区域发展失衡,城乡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前途的两大问题之一[1].当前,

国外城乡关系的研究已经转移到社会地理的角度,主要集中在城乡移民问题、城乡社会问题、城乡健康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城

市倾向问题上[2]. 

国内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为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动力机制、城市化道路和城乡协调发展模式、城乡协调发展的限制因

素等[3-10],这些研究起初仅仅局限于定性的分析与描述,即便是定量分析,也多为统计数据的罗列,缺乏系统的、广泛认可的指

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方法,近期研究已经开始转向从系统的角度、多因素综合的角度和采用计量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同时,

对于研究的区域选择,大多数为相对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及落后地区的实证研究较为欠缺. 

皖江城市带作为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和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其城乡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据统计,1995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779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1303 元,

绝对差距为2476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0;到2008年,二者的绝对差距已扩大至8787元,收入比扩大至3.09.乡村地区在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的待遇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的差距.基于以上认识,文章选择皖江城市带(取六安整个市作为一个研究

单元)为研究区域,收集了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方面的大量研究文献和统计数据,确定了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的若干评价指标,在

对城市与乡村两系统发展综合水平分别评价的基础上,利用模糊隶属度的概念构建协调度函数,定量评判了皖江城市带城乡协调

发展程度,并对不同发展类型城市的差异化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期对皖江城市带在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如何面

对差异化的问题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价值. 

1 指标选取、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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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评价指标的选取 

城乡发展的协调体现在城乡差别性和互补性发展的协同过程中,只用这样才能达到城乡的融合发展目标,所以城乡协调实际

上是城乡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关联协调[11].对城乡协调性进行测度,需要对城市系统和乡村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因此从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出发,基于协同学系统分析的视角, 遵循整体性、科学性、层次性、可行性等构建指标体系的一

般原则,借鉴相关研究成果[8-12]中常用的表征城市与乡村综合发展状况的指标,同时结合皖江城市带的实际情况,分别从城市

生态设施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进步水平和居民生活四个层面选择 15 个指标来刻画城市发展的综合水平;从农业生产、农

民生活和农村经济三个层面的 13 项指标来反映乡村发展综合水平,指标体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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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乡发展协调性评价模型的构建 

协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者系统要素之间的一种联系的相互关联,是系统之间或系统内要素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

良性循环的关系,协调度是度量系统或者要素直接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定量指标[13].文章利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对城

乡两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进行评价[14]. 

首先建立系统状态协调度函数 

 

式中: U(i/j)为 i 系统相当于 j 系统的状态协调度;Fi 为 i 系统的综合评价值;F′为 j 系统对 i 系统要求的协调值;S2 为 i

系统的实际方差. 

由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意义可知,理想状态的城乡协调发展模式为同步发展.但实际中两者完全同步的情况是很少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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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当回归系数为0.8-1时,即可认定两个系统为协调状态.由此可以确定F′的值,当 i系统的综合评价值为N时,对 j系统

要求的协调值为(0.8-1)N. 

其次,通过状态协调度 U(i/j)求出两系统间的协调度,计算方法为: 

 

式中: U 为 i、j 两个系统的协调度指数; U(i/j)为系统相当于 j 系统的状态协调度; U(j/i)为 j 系统相当于 i 系统的状态

协调度.上式表明, U(i/j)与 U(j/i)的值越接近, U 的值越大,说明两系统间协调的程度越高;反之,说明两系统间协调的程度越

低.当 U(i/j)= U(j/i),即 U =1 时两系统间完全协调. 

应用式(2)可以计算出不同区域 i系统与 j系统的协调度.反映的是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不能反映系统当时所处的发展水平.

所以在评价城乡协调度的同时,应将协调度与一定的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综合起来,用以表示某一发展水平上的城乡协调状况,

设 DC 表示协调发展度,则有 

 

上式中,DC 为系统 i 与系统 j 的协调发展度;C 为系统 i 与系统 j 的协调度,α、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我们认为在社会

发展中,城市与乡村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取α=β=0.5;Fi、Fj 分别为城市、乡村两系统的综合评价值. 

1.3 协调类型的划分标准 

协调发展度可以定量的表示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水平,但具体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仍需要通过一定的标准来衡量.文章根据

协调发展度的计算结果,结合两者的发展水平及前人的研究成果[15-17],将城市与乡村系统的协调发展归纳为15种基本类型,见

表 2. 

1.4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18],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根据需要对部分数据进

行了必要的计算处理,力求达到较高准确度. 

2 皖江城市带城乡发展协调性评价 

2.1 城市与乡村两系统发展综合值的计算 



 

 5

 

由于选取的指标是反映城市与乡村协调度的参数,但原始指标可能存在着量纲不同和原始数据大小差异悬殊等问题.因此,

在确定各指标权重之前,必须对指标进行处理,使其具有无量纲性和可比性,并且能体现其本身对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的影响力.

本文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正向指标,采用半升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进行量化,而对于逆向指标,采用

半降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来处理[20].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后采用熵权系数法进行分层赋值确定各层次、各指标的权重,再逐层加

权求和得到各市 2008 年的城市与乡村发展综合值(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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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以看出,皖江城市带各市的城市与乡村两系统之间没有同步协调发展类型的,而其两系统间的不协调又分为城市发

展滞后性和乡村发展滞后性,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的城市发展优于乡村发展,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稍微滞后.合肥、

宣城两市城乡综合值的排名差距较小,差距最大的为马鞍山和六安,为明显的“一强一弱”型地区. 

2.2 皖江城市带城乡发展协调度值与等级归类 

将计算得到的皖江城市带 2008 年各市的城市发展综合值和乡村发展综合值带入公式(1)、公式(2)得到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度

函数值(表 4).从各地市两个系统的得分来看,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的协调性存在着差别,为减少协调度测算值巨大差距造成的误

差,在不影响相对协调发展水平计算结果的前提下,将系统协调相关系数作线性比例变换.使改造后的协调系数在 0.6-1 之间,方

法[14]如下: 

 

将计算结果代入公式(3)即可计算出各城市的协调发展度值(表 4). 

 

依据表 2 城市与乡村系统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标准,从表 4 可以看出,皖江城市带各市的城市与乡村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划分

为三种地域类型:合肥属于良好协调发展外,芜湖、铜陵、安庆、池州、宣城属于城乡中度协调发展类型,马鞍山、巢湖、滁州、

六安为城乡勉强协调发展地区. 

2.3 皖江城市带城乡协调发展的分析 

2.3.1 城乡良好协调发展类型 属于此类型的城市只有一个,即合肥,城市发展综合值 0.7773,乡村发展综合值 0.5670,城

乡协调度 0.9779,城乡协调发展度 0.8148,城乡关系良好协调.从表 2不难看出,其城乡协调是建立在城市与农村均相对较为发达

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协调,是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一种城乡协调.合肥是安徽省省会,长期以来的政治中心地位使合肥在城建投资、

市政设施建设等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其城市发展在整个区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城市辐射作用的带动下,以

农村工业化为动力、以小城镇建设为基础的分散型城镇化模式,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努力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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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城乡中度协调发展类型 包括的城市中芜湖和铜陵的城乡协调发展度分别为 0.6684、0.6388,且城市综合得分大于

乡村综合得分,属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强城弱乡”型.芜湖作为皖江城市带最具实力的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

基础设施完善,综合实力强;铜陵是一个资源型的工业城市,城市发展水平在各城市中较高,特别是人均发展水平比较突出,但总

量规模严重偏小,制约了该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池州同属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强城弱乡”型城市,但其城乡两系统的发展综合值均

不高,属于一种较弱阶段的城乡协调.同属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弱城强乡”型的安庆和宣城的情况也不尽相同,虽然宣城的协调发

展度为 0.6053,但其城乡发展综合值均较低,显然属于较弱阶段的城乡中度协调;而安庆是明显的中度协调发展类“弱城强乡”型. 

2.3.3 城乡勉强协调发展类型 勉强协调发展类型的马鞍山、巢湖、滁州和六安四市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特点是城

乡两系统中一方发育较好、发展水平较高,另一方发育较差、发展综合值较低.马鞍山作为我国十大钢铁工业基地之一,同时长期

受南京都市圈的辐射作用,其经济地位不断强化,城市发展综合值为 0.7223,仅次于合肥;但农村发展综合值最低,明显属于传统

的“强城弱乡”型地区.巢湖、滁州和六安的情况恰恰相反,表现为“弱城强乡”的特征,说明他们中心城市发展水平不高、综合

实力不强.滁州和巢湖,受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城市屏蔽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并不突出;六安地处皖西大别山区,长期以来

一直是安徽省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城乡建设水平较低.虽然近年来的城乡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建设水平有了很大

的提高,但由于基础太差,仍位于落后的状态. 

3 促进皖江城市带城乡协调发展的建议 

3.1 城乡良好协调发展地区 

省会合肥作为此类型的唯一城市,应该注重发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增长极”的作用,不断提升核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带

动周边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扩大规模、增强带动力;增加对乡村固定资产的投资,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建设农民技能培

训中心,加强对农民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3.2 城乡中度协调发展地区 

芜湖和铜陵作为“强城弱乡”型中度协调发展类地区,主要任务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缩小

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使得城乡能够协调发展.池州作为一个典型的边缘化地区,在发展中应该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注重生态功

能区的建设,完善城镇体系和城镇功能,逐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改造.安庆和宣城两市应立足资源和区位优势,积极推进城市化和

工业化,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积极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缩小城乡之间就业机会的差别,减轻城乡收入不平衡性,带动农村

人口向城镇集中,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3.3 城乡勉强协调发展地区 

马鞍山作为我国十大钢铁工业基地之一,在未来发展中,应继续抓住发展机遇,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不断优化所有制

结构和国有经济布局,努力提升城市经济活力;同时也要借助“以城带乡”的优势,以城镇雄厚的工业技术和资金促进农业产业化

和现代化,更加注重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不断提高农村产业化发展水平.“弱城强乡”

特征明显的巢湖、滁州和六安,应在合肥经济圈的带动和辐射下,通过城乡产业的分工与协作使城乡形成相互联系的网络,农村工

业化和城市工业化互动良性推进,农村城镇化与城市现代化相互作用,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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